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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主动或被动地应对局部或全局人口收缩的政策行为在我

国当前城市治理中已非罕见。例如：特大城市实施减量策略，

寻求紧凑发展，通过推动棕地利用、老旧小区和工业遗产改

造来盘活用地存量；中小城市必须应对基础设施使用率不足、

财政自给率较低、人口增长停滞等发展挑战 ；镇级行政单元

和乡村地区必须解决人口外流和空心化带来的问题 [1]。可见，

在促增长的大环境下，慢增长或逆增长也是城市不得不面对

的发展情景 [2]。基于此，本文介绍了同时涵盖城市增长和收

缩现象的三种理论模型，希望通过长历史过程分析和多空间

尺度比较，说明收缩与增长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交替出现的现

象，以消解城市“必须增长”的执念。

近年来，很多国内收缩城市研究也开始由“现象描述”

和“机制分析”转向服务收缩治理的“对策研讨”。作为舶

来的概念，收缩治理研究在西方文献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，

但对照中国的现实情况，其中很多工具和经验并不适用。例

如 ：（1）基于西方食物供应体系和城市社会特征，有学者提

出“通过推动都市农业来整理和利用城市空置土地”[3]，这

一政策就很难在我国收缩城市中找到参照对象和应用环境 ；

（2）西方市镇的财税收支相对独立，导致一些衰退城市出

现“破产”，但在我国“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”的财政制度

安排下，出现类似现象的可能性不大 ；（3）早期西方研究也

曾建议“利用人口收缩期进行生态修复”[4-5]，但通过调查实

际案例发现，收缩城市的生态系统本就在发展压力衰减后逐

渐自行复苏，且城市迫切需要的是社会服务提升而非增加绿

色空间，这导致在荒置用地上进行生态建设投入的必要性和

合理性都很难论证。

因此，本文在文献整理和案例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收缩

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，并提炼出可能对我国具有较大借鉴价

摘要：如何保障城市在人口收缩情景下实现平稳的发展转型，已经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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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态管控和吸引力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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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的三个政策领域 ：福利治理、形态管控和吸引力提升。它

们分别针对收缩城市普遍面临的三方面困境 ：（1）收缩城市

财力和资源短缺，亟须地方、区域、国家层面的合作行动创

造振兴动力 ；（2）在营商环境和房地产市场衰退过程中，城

市空间环境大规模破败，亟待进行形态和风貌改善 ；（3）收

缩城市吸引力下降，因此在改善留守人群的生活质量的同时，

又迫切需要吸引人口回流，恢复城市活力。 

1  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理论模型

从较长历史时期看，很多城市都经历过繁荣与萧条的更

替 ；从较大空间尺度看，很多全球性、地方性的历史过程也

都伴随着城市和区域的增长和收缩。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置，

被引用最多的城镇化理论模型有三种（图 1）：生命周期模

型（the life-cycle model）、启发式模型（the heuristic model）

和政治经济模型（the political-economy model）。

1.1  生命周期模型

生命周期模型总结了中心城区、影响腹地、市县全域范

围内人口的增长 / 收缩和集聚 / 分散规律，通过记录城市人口

历史演化历程，描绘了交替出现的增长与收缩波动（图 1a）[6]。

生命周期模型对应经典的城镇化四阶段理论 ：（1）在

“集中城镇化阶段”，中心城区人口增长，并带动影响腹地

（包括近郊区、远郊区和都市区影响范围内的中小城镇）和

市县全域人口增长 ；（2）“郊区化阶段”表现为中心城区人

口减少，而城市影响腹地人口持续增加，此时市县全域人口

依然维持集聚 ；（3）“反城镇化阶段”是城市人口衰减、经

济衰退的时期，中心城区、影响腹地和市县全域都出现人口

减少现象 ；（4）“再城镇化阶段”是城市复兴的过程，开始

于中心城区再次出现人口吸引力，进而逐渐扭转了影响腹地

和市县全域的人口收缩，开启再次“集中城镇化阶段”，进

入另一个周期循环 [12]。可见，生命周期模型中的阶段 1、4

为城市增长期，阶段 2、3 为城市收缩期。结合经济学理论

中的周期波动模型——长波动周期（45~60 年）[13] 和中长波

动周期（15~20 年）[14]，该模型提出城市的增长与收缩是时

间上连续（周期性交替）和空间上复合（三类地域范围间联

动）的变化过程。

基 于 这 样 的 模 型 解 释， 治 理 收 缩 城 市 的 政 策 需 要 ： 

（1）尽可能长期维系残存的经济活动、社会环境和物质 

条件 [15-17] ；（2）为下一个增长周期做储备，积极寻求能够引

领再次增长的关键要素 [18] ；（3）为当前闲置的土地、住房、

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寻求临时性用途 [19]。

1.2  启发式模型

在国际研究中，哈斯等（Haase et al.）[7,10] 最先用理论模

型来解释全球—地方交互作用下的收缩过程（图 1b）。在其

提出的“启发式模型”中，城市收缩被描绘为宏观趋势变化

（如全球化、去工业化、郊区化和跨国移民等）对地方城市

人口、经济发展产生的直接、间接影响。

启发式模型同时指出，制定恰当的城市政策是应对人口

和经济收缩的重要途径，合理的城市“治理”是推动城市迈

向再增长的政策工具。在具体操作层面，伯恩特等（Bernt et 

al.）[9] 借用了公共管理学中的“政策窗口”理论 [20]，阐述了

治理收缩的三个阶段 ：（1）在问题层面需清晰地认识收缩城

市问题；（2）在政策层面将问题用当前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；

（3）在政治层面要凝聚足够的政治力量来实施应对措施。

启发式模型将城市的收缩和（再）增长看作相互对立的

发展方向，它们彼此竞争且此消彼长。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，

收缩城市分析的任务是对单个案例进行“诊断”，从全球、区

域和地方多个层面判定其收缩的动因、机制和过程 ；而收缩

城市治理的目的在于提出“处方”，实现经济复苏和人口回流。

1.3  政治经济模型

从政治经济分析视角，城市增长和收缩是全球和区域非

均衡发展的表象 [21-22]。城市兴衰演替背后的源动力是投资的空

图 1  城市增长与收缩的三种理论模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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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流动，即资本的中心化、转移、重构或再中心化（图 1c）。

哈维（Harvey）[23-24] 和史密斯（Smith）[25] 指出，资本循环积

累所依赖的空间要素是不断变化的，新投资为了摆脱旧有要

素环境的阻碍和束缚，趋向于在新环境重新布局。资本在增

值的驱动下作出投资、撤出投资、再投资的决策，并有意识

地促使城镇化非均衡发展。因此，资本主义在创造经济奇迹

的同时，也造就了城市或地区的衰落和收缩。基于政治经济

视角，全球资本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塑造了多种类型的城市 ：

（1）中心化增长创造了繁荣的典型（全球城市、金融中心、

科技城、世界工厂、度假胜地等）；（2）边缘化地区出现了

收缩衰退的典型（旧工业城市、老港区、资源枯竭城市等）； 

（3）大量摇摆于繁荣与衰退之间的“普通城市”（ordinary 

cities），它们处于时而增长、时而收缩的不确定状态中 [8,26-27]。

政治经济模型将资本主义和城镇化看作两个彼此促进的

发展过程。在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催化下，这两个过程的影

响范围、速率和深度也在不断提升。因此，当城市增长在全

球范围内看似势不可挡时，各地的收缩城市也愈发常见。收

缩城市也常被看作被创新技术所替代的夕阳产业之化身，或

者是全球化网络中被边缘化的脱序者。基于这样的认定，收

缩城市复兴的关键在于 ：（1）迎合下一代创新技术的发展，

超前配置生产要素组合 ；（2）提升综合竞争力，使城市重新

加入到全球城市的交通流、文化流、信息流、金融流网络中。

2  收缩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

全球收缩城市的治理目标是基本相同的，即实现再开发

（re-develop）、再组织（re-organize）、再利用（re-evaluate）、再

定位（re-visioning）[28]。但是由于政治制度、政策环境和行政

体制的差异，各国收缩治理模式差异明显。本文选取当前英

文文献中研究较为深入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比较，并按照

成果丰富度排序，依次为 ：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和中东

欧地区。

2.1  美国模式

美国是收缩城市研究案例最为丰富的国家。著名的东北

部“锈带”存在很多在全球化、郊区化和去工业化作用下衰

败的旧工业城市，如底特律、克利夫兰、扬斯顿、弗林特等。

2008 年次贷危机后，曾经吸引了大量北方人口迁入的“阳光地

带”①也出现了城市收缩 ；南部很多城市出现了由大规模“房

屋止赎”②引发的空置与衰败，如拉斯维加斯和亚特兰大等 [29]。

美国的收缩城市治理模式体现出“地方主义”和“市场

主导”特征。出于对战后“内城更新”计划的反思，美国趋

向自下而上地实施收缩应对政策，即依赖地方政府推动建设

活动，私营企业主导再开发计划，公私合作运营开发项目，

社区主导改善行动。1990 年后出台的国家治理政策包括 ：

（1）在克林顿执政的经济复苏时期，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

部（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）关注在

新经济快速发展中陷入困境的城市，并以“城市挑战”（urban 

challenge）作为城市收缩的替代概念展开对策研究；（2）多

次修改《社区再投资法案》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），

推动城市中低收入社区的发展 ；（3）针对次贷危机导致的

房屋止赎问题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出台“邻里稳定计划”

（Neighborhood Stabilization Program），联邦政府为受次贷

危机冲击最大的州和城市提供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资金 ；

（4）国家财政部设立“重灾基金”（Hardest Hit Fund），帮

助受次贷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州和地方政府缓解房屋业主的

还贷压力，稳定按揭贷款市场。在这些国家政策框架之下，

美国地方政府（都市区政府、市镇政府、郡县政府）利用

由以上资金源构成的“社区发展分类拨款”（Community 

Development Block Grants）③，积极与社区团体、非政府组织、

私营市场力量合作，进行城市再开发。

由上可知，美国的收缩城市治理遵循市场导向、社区导

向和自下而上的逻辑。国家和州政府仅提供必要法规支持和

有限救济基金，收缩城市治理的主体在地方，参与者和监督

者也是地方利益相关群体。

2.2  德国模式

收缩城市概念诞生于德国并在此快速流行。德国城市收

缩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其在同一时期（1990 年之后的 20 年中）

既经历了西欧的去工业化过程（如鲁尔工业区的杜塞尔多夫

市），又受到了中欧社会转型的影响（如莱比锡、德雷斯顿

和哈雷）。德国城市的收缩受到西欧人口出生率下降和欧盟

空间非均衡发展的叠加影响，此外还经历了东西德分治与合

并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，使得德国的收缩治理成为一个非常

独特的样本。西德地区旧工业城市的衰退机制、历程和特点

都与美国案例相似，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；而在东德地区，住

房空置被认定为城市收缩的症结所在。因此，德国政府展开

① “阳光地带”泛指美国 37 度纬线以下的西南部、中南部和东南部气候温暖的各州，包括阿拉巴马州、 密西西比州、阿肯色州、北卡罗莱纳州、

亚利桑那州、新墨西哥州、内华达州、加尼福尼亚州、佛罗里达州、南卡罗莱纳州、乔治亚州、得克萨斯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。

② “房屋止赎”又称“房贷违约”，指按揭贷款人中止向银行按期缴纳房贷还款，导致房屋被房贷银行依法收回。

③ “分类拨款”（Block Grants），指提供拨款者只指定拨款的使用方向，但不具体限定其细目和用途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形式。该类资金的使用

范围介于有条件拨款和无条件拨款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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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以减少住房空置率为主要目标的收缩治理。 

与美国不同，德国并不纠结于政府是否应当直接干预

收缩城市的发展。在意识形态变革期，德国政府认为东部城

市收缩是不可避免的，并自然而然地制定了应对政策。一

方面，联邦政府在国家层面强有力地推动了整治项目——

“东部都市重建计划”（Stadtumbau Ost）[30-31]，通过资助住

房改善和拆除活动来降低空置率，最终成为在收缩城市中大

量“拆除”多余住房的典型政策样本。另一方面，德国具

有百年历史的设计组织“国际建筑展”（IBA: Internationale 

Bauausstellung），一直致力于基于艺术、景观、建筑、城市

设计的新理念和技术进行收缩城市更新，探索提升城市形象、

物质环境和场所品质的空间设计方法。其影响较大的案例有

埃姆歇公园（Emscher Park）[32-34]——将鲁尔区北部人口密集

的破败工业遗址埃姆歇地区改造成了空间品质优良的郊野公

园。埃姆歇公园在生态与水环境修复、景观修复和工业遗产

保护利用方面进行了创新设计，树立了一个旧工业区更新再

利用的典范，并于 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世界

文化遗产。2012 年，IBA 又将整套方法应用到荷兰收缩城市

管制中，完成了帕克斯塔德林堡（Parkstad Limburg）项目。

德国收缩现象的特点是增长与收缩并存，因此，其收缩

城市治理模式是国家在宏观尺度进行发展资源和经济结构再

平衡。此外，与美国基本放弃大规模拆建项目不同，德国仍

保留了物质更新设计传统。以 IBA 为代表的设计师组织仍然

在探索以空间营造方法来振兴收缩片区的途径，希望通过设

计手法重塑城市精神。

2.3  法国模式

在西欧各国中，法国的收缩治理最具典型性。经历过

二战后的高速增长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 1970 年代转入低速

发展期。近 50 年中，法国的城市收缩与两个因子密切相关，

即区域发展水平和城市规模大小 [35]。一方面，法国的收缩

城市大多位于收缩区域之中，区域发展状况决定了其中城市

的发展前景 ：法国北部的传统工业地区、矿业地区、旧港口

城市以及其他单一产业城市都是收缩现象密集的区域，如洛

林区、北部—加来海峡区和上诺曼底区等 ；而在经济社会发

展较好并且生活品质较高的南法地区，收缩城市的数量要少

得多。另一方面，法国大部分收缩城市都是中小城市。过去

的半个世纪，法国特大城市保持着较强的经济和人口吸引力

（如巴黎）；部分中等规模城市在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（如

欧洲之星高铁）的支持下，也成了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地，维

持着较高的增长率（如里昂、尼斯和图卢兹）；而法国特大

城市辐射影响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区，特别是位于现代化交通

网络边缘的中小城市，都成了人口和资源输出地 [36]。

法国在过去的 50 年中，人口总体维持增长态势，因此

收缩治理并不是国家政府最为关注的话题。但出于均衡区域

发展考虑，部分国家政策也致力于复兴衰退地区。一方面在

国家层面，法国的收缩治理主要落实到对衰退（或收缩）区

域的扶助，而非振兴单个城市。1984 年，法国政府成立了“土

地规划和区域吸引力跨行政区办公室”（DATAR），致力于向

去工业化地区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。1995 年，国家政府设

立了“国家土地开发发展基金”（FNADT），通过为企业和

地方政府提供资金，支持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复兴。此外，

法国政府分别于 1968、1973、1990、1998 年设定了四个“公

共土地机构”（EPF），利用国家资金收购衰退地区的土地和

房产，实施城市更新项目。另一方面，大都市区的治理对象

是社会问题集中的“低收入近郊区”。2003 年设立的“国家

城市复兴机构”（ANRU）致力于更新、改造、拆除破旧的

公共住房，改善城市衰退片区，缓解社会隔离和剥夺问题。

2009 年，“国家旧城区品质提升计划”（PNRQAD）致力于

衰退历史老城区的改造和更新 [37]。

总体上看，法国还处于增长主导的发展语境之中。与其

他西欧国家一样，法国的国家和地方政策话语聚焦于可持续

城市更新，致力于通过复兴经济活力、调整土地政策、激活

住房市场来实现区域发展再平衡和城市问题片区治理。法国

国家政府虽然具备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能力，但是并没

有形成整体应对收缩的政策共识。区域层面的发展再平衡政

策和城市层面的衰退片区整治虽然没有以治理收缩为名义，

但实质上都是在解决空间衰退问题。也正是由于这两个层面

施政缺乏协同，法国国家—区域—城市层面的收缩治理政策

常常缺乏一致性，以至于中小城市收缩一直没有引起政府的

足够重视。

2.4  日本模式

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总量减少、老龄化、低生育率（少子

化）是日本城市收缩最为显著的特征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08

年全日本人口总数达到峰值（12 802 万），此后全国人口总量

开始持续减少。预测到 2035 年，总人口可能会减少至 9 800 万。

人口总量减少的主因是出生率的迅速下降，加上日本严格的

海外移民控制政策，其未来人口衰减的趋势还有可能加剧 [35]。

由于长期维持低生育率，且平均寿命增加，日本人口结构在迅

速老化。2015 年，全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 26.7%，而

世界卫生组织的老龄化社会标准是这一比例达到 7% ①。人口

① 以上数据均来自日本国家人口和安全研究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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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越来越少、越来越老”的趋势决定了日本城市收缩的基本走

向。同时，1985 年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单中心集聚，助推了大

量城镇在人口、经济、空间上的持续收缩。2015 年日本全域

除了增长中的“东海道大都市带”（Tokaido Megalopolise，日本

东部太平洋海岸，位于东京—横滨 / 京都的带状城镇连绵发展

地区）之外，其他地区都处于人口流失状态。特别是 1985 年

之后，日本经济经历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，超过 1/4 的城市和

大部分乡村在全球化和产业外迁过程中逐渐失去竞争力，引发

人口流失，其中包括：单一企业工业城镇，渔业和贸易港口城市，

农产品贸易市镇，矿业城市，以及纺织、造纸和造船中心。

日本的收缩治理基于三级行政架构 ：国家政府、地区级

政府和地方政府。国家政府视角下，收缩治理的关键是如何

适应和扭转人口减少、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。在国家引领

下，日本城市应对收缩的策略是 ：迎接老龄化挑战，提升城

市的适老能力 ；向家庭和妇女提供育儿支持，建设儿童友好

城市。并且，日本大都市区（包括东京）自 1990 年开始倡

导“紧凑城市”形态，人口郊区化放缓并停止卫星城建设 [38]，

致力于推动“再中心化”[39]。在地区级层面，发掘和营造地

方特色被认为是缓解中小城市人口和经济收缩的主要途径。

日本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，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转向从历

史、文化、环境方面培育具有“识别性”的城市空间，通过

彰显特色和挖掘资源，从旅游、度假、文创角度推出依托地

方品牌的产业体系 [40]。在地方政府层面，相关政策行动主要

是具体落实国家和地区级政策。自 2014 年开始，由人口外

流导致的“空置住房”问题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关注点 [41]。

与法国的情况一样，日本国家政府也具备干预地方发展

的能力，属于强中央控制的治理模式。但是，即便在人口衰

减显著并且规划权力高度集中的日本，政府对城市收缩的发

现、认识、理解、接纳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虽然对日本老

年化和少子化的分析自 1970 年代就已经开始，但 2000 年之

前编制的大部分收缩城市的总体规划仍是基于人口增长的预

期。日本收缩城市研究也是在 2000 年之后才逐渐兴起，但

其很快就进入国家政策话语，先在人口政策上产生响应，随

后影响到了城市形态和房地产市场领域。

2.5  中东欧模式

1989—1990 年间，部分中欧和东欧国家（下称中东欧）

发生了政治剧变，终止了主要城市战后长期维续的计划性稳

步增长。自此，那些被逐渐纳入欧盟（或受其经济影响）的

前社会主义城市在私有化、市场竞争、人口迁移、出生率下

降和郊区化的作用下，开始了持续的人口收缩。很多中东欧

城市成为欧洲收缩城市研究的典型样本（表 1），近年来东

表 1  部分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收缩城市案例和收缩应对总结

研究案例 问题认识 应对策略 地方政策

波 兰 的 煤 矿 和 重 工 业 城 市 比 托 姆

（Bytom）伴随产业调整出现了人口

流失和经济衰退 [9,42]

（1）煤矿和关联产业的衰落导致了高失业

率和高贫困率；（2）长年累积的土壤污染、

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问题 ；（3）人口迁移

导致人才流失和老龄化

针对人口流失、建

成环境退化、煤矿

产业衰退问题制定

地方发展战略

（1）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设立经济开发区进行经济复

兴 ；（2）建立新的产业体系，进行工业棕地再利用 ；（3）

利用中央政府资金对历史老城区和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再

利用

捷 克 工 业 城 市 俄 斯 特 拉 发

（Ostrava）在去工业化、郊区化和

人口流失过程中陷入发展困境 [9]

（1）去工业化导致高失业率 ；（2）人口流

出和低生育率导致人口老龄化

通过经济转型和刺

激增长来解决就业

问题

（1）基于“企业型治理”逻辑制定增长战略 ；（2）通过设

立科技园区、工商业发展区和经济开发区吸引投资 ；（3）

争取欧盟的支持项目和发展资金 ；（4）实施内城旧炼焦厂

用地的更新和再利用项目，将之规划为集零售、办公、居

住为一体的混合功能区

罗马尼亚重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中

心城市蒂米索拉（Timisoara）出现

了人口流失，并开始模仿西欧城市

出现无序的郊区化 [9]

人口向西欧国家迁移，拥挤的中心区人口

密度下降，同时外围出现失去控制的郊区

化，故蒂米索拉常被界定为“蔓延城市”

而不是“收缩城市”

通过大都市区规划

治理蔓延的郊区和

收缩的中心区

（1）编制大都市区总体规划，将蔓延无序的郊区卧城建设

成服务设施齐备的生活中心 ；（2）希望通过实施大都市区

规划来吸引人口流入 ；（3）制定新的经济复兴政策，吸引

外商（主要是汽车和 IT 产业）直接投资

爱沙尼亚独立之后，边境小城市瓦

尔克（Valga）的苏联军队撤出，工

厂关闭，人口和就业流失 [43]

（1）房屋空置 ；（2）基础设施过剩 ；（3）

财政紧张

进行城市更新策略 （1）制定新版总体规划 ；（2）拆除部分住宅 ；（3）修复纪

念性建筑和改造中心区城市空间

在由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

转型过程中，爱沙尼亚城镇体系中

的低等级城镇吸引力下降 [44]

爱沙尼亚作为原苏联生产地域分工中的农

业地区，小城镇在大量农业投资支持下发

展良好，但经济转型后，投资集中在大城

市，导致小城镇经济活力减弱

在更大的区域城镇

网络中寻求发展的

契机

（1）推动关键性开发项目 ；（2）组织进行市场推广的事件

和活动；（3）投资提高地区居住吸引力和商业吸引力；（4）

加强内部联系，利用地区社会资本和创造良性区域治理

乌 克 兰 工 业 城 市 马 基 夫 卡

（Makiivka）在低生育率和经济转型

过程中经历人口流失和产业衰退 [7]

（1）1970 年代开始，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；

（2）承受多轮去工业化冲击——1970 年代

开始煤炭资源枯竭，1990 年代政治剧变和

休克疗法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

主动减少公共服务

和基础服务规模 ；

积极寻求外部资金

支持

（1）削减公共医疗服务设施，减少图书馆、俱乐部等社会

文化服务设施，减少中学、小学和幼儿园数量，缩减行政

管理机构规模 ；（2）减少供暖管网总长度 ；（3）吸引国际

大型零售商投资城市棕地更新，争取国家转移支付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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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国家俄罗斯也被纳入其中。

“转型”（transformation），或称“转轨”，是中东欧收缩

城市研究中的常用语汇。经济上的转型，指从计划经济到市

场经济、从公有制到私有制、从苏联体系到欧盟体系的深刻

变革。政治上的转型，指从中央权力到民主权力、从政府管

理到公私合作、从行政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模式转换。在政治

剧变之后，中东欧城市出于对西欧就业机会、经济模式和生

活方式的向往，出现了向外移民、企业私有化和城市郊区化

的风潮。这些变化导致的收缩城市困境都来源于转型期的人

口和经济动荡。

此外，计划经济终止后，经济发展权责被交还给地方

政府，此时经济基础薄弱的中东欧城市发展的最大阻碍是资

源匮乏。如果地方政府本身没有强大的私营资本作依靠，那

就需要寻求中央财政支持，或通过中央政府获取欧盟项目和

资金。这使得中东欧城市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之后，又受制

于一种新的中央—地方依赖关系。收缩城市的领导者需要利

用各种政治运作手段（甚至个人关系）将地方发展议题纳入

国家（或欧盟）发展计划，以便获取急缺的资源。有学者将

中东欧城市的收缩治理模式称为“间接中央干预”（indirect 

centralism）[42]，可将其置于美国的市场化治理和日本、法国

的直接中央干预之间。

3  收缩应对政策的关键领域

纵观当前各类收缩治理案例，全球收缩城市都面临着一

些共性问题 ：（1）发展资源匮乏 ；（2）城市风貌衰败 ；（3）

生活品质下降。结合上文介绍的国际案例，以下分别从福利

治理、形态管理和吸引力提升三个方面，讨论制定收缩应对

政策的工作领域。

3.1  福利治理 ：多层级政府体系下的资源导入

二战后欧美城市出现了人口郊区化和内城衰退，各国政

府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主张加强国家干预。同时，城市规划

受到功能主义的影响，致力于大规模拆建式改造，通过在衰

退区植入新功能，实现内城复兴。然而，推土机式的城市改

造摧毁了邻里社区，引发社会动荡，这种手段在批评和否定

声中止。1980 年代以来，新自由主义风行，城市再开发政

策越来越强调市场主导，政府逐渐放松管控，减少干预并消

减社会福利支出。金融危机之后，很多发达国家进入财政紧

缩期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下降。因

此，目前各国在制定收缩治理政策时非常谨慎，普遍信奉“基

于市场规则的、由市场主导的、受市场规范约束的城市治理

模式”[45]。 

但是，如以增长作为评判标准，收缩城市在各个方面都

是发展上的失败者和困难户。在政治经济分析视角下，城市

收缩的根源是丧失了对资本的吸引力，成为学者所称的“弱

市场城市”（weak market cities）或“被遗忘的城市”（forgotten 

cities）。虽然有个别收缩城市在城市更新项目的带动下成功

实现了城市复兴（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），但转型失败的旧

工业型、资源型和交通枢纽型城市是更普遍的情况。从某种

意义上看，近年来国际收缩城市研究的兴起本身也从侧面证

明 ：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不能完全拯救深陷发展困境的地区。

因此，振兴收缩城市的公共政策有必要回归福利性和救济性，

引入国家主导、宏观调控和区域再平衡考量，并被纳入“福

利治理”（welfare governance）①范畴 [46]。

斯泰潘和穆勒（Stepan & Muller）将福利治理分解为三

个维度 ：（1）政策形成，即决策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

的角色关系和权责界定 ；（2）政策执行，即公共政策由公共

部门、私营部门或其联合体执行 ；（3）政策监督，即国家、

区域、地方或利益相关主体对实施过程和最终绩效进行监督

和评估 [47]。基于此，可以将前述各国收缩治理模式归纳为 ：

（1）以美国为代表的地方治理，即最小化国家干预，主张

地方主导和社区规划，通过公私合营机构整合利益相关主

体资源（包括 NGO、社区组织、本地企业、地方政府等）； 

（2）以西德、法国、日本为代表的中央治理，即在国家政

府层面制定引导政策，协调资本、政府、组织、市民行动，

进行城市可持续更新 ；（3）以中东欧（包括东德）为代表的

转型治理，即地方主导政策的形成和执行，但是资金或政策

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（表 2）。

充分认识收缩治理的福利性，有利于动员各层级政府集

体行动，也是加强收缩城市资源投入的关键。肯定收缩治理

① “福利治理”是针对地方经济发展停滞的问题，自上而下地展开被动式国家治理行为，体现为国家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发展扶助资金或社会福

利项目。

表 2  各国收缩城市的福利治理政策形成、执行和监管主体

国家

政策形成 政策执行 政策监管

直接
中央
干预

间接
中央
干预

地方
主导
行动

公共
部门

公私
合营

私营
部门

公共
机构
管理

混合
监管
体制

利益
相关
主体

美国 — + • — • — — — •

德国 • — — — • — • — —

法国 • — + — • — — • —

日本 • — + • • + • — —

中东欧 — • + — • • — • +

注：• 代表主要形式，+ 代表辅助形式，—代表不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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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救济性，也有利于打破发展话语中的“收缩禁忌”，鼓励

困境中的地方政府利用收缩身份争取资源。

3.2  形态管控 ：改善风貌衰败和城市空置的行动安排

城市风貌衰败是全球范围内人口收缩最直观的负面影

响。厂房废弃、公共建筑破败、建筑外墙失修、路面养护不

善、住房和用地空置、公园和广场草木丛生、垃圾堆积、设

施破损，这些收缩的景象传递出萧索和颓废，让人丧失信心，

不愿停留。因此，收缩治理研究必须致力于在资源投入有限

的前提下，展开城市形态调整和风貌改善。

精明收缩和“合理精简”（right-sizing）中都已经蕴含了

城市形态调整的思想，主张主动适应更小的人口规模，收缩

用地规模和调整城市结构，以便集中资源分区施策。首先，

芝加哥、克利夫兰和底特律成功的中心区再开发证明 ：只要

集中公共和私有资金进行精心打造，收缩城市的市中心是

具有复兴潜力的。其次，在恰当的城市运营下，衰败的工业

区、港区、商贸区也有可能在遗产、文化、体育、大事件的

带动下实现功能更新（如利物浦港区更新、鲁尔工业区 IBA

项目等）。第三，针对分散的住房和用地空置，德国、日本、

美国的收缩治理中进行了拆除、升级、再利用、紧凑化、生

态化的政策实践，取得了一定经验。此外，近年有学者从

设计角度出发，提出“收缩型城市设计”（shrinking sensitive 

urban design）策略 [17]，将空置土地治理作为改善社区环境空

间、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风貌品质的机遇。并且，有学者提

出可以效仿精明增长提出的“形态准则”（form-based codes），

在精明收缩过程中也进行风貌管理，实现城市形态在正向和

反向上的“动态转换与平滑过渡”。最近很多美国收缩城市

（如弗林特和底特律）的规划文本中，已经可以看到相关的

政策内容。

形态调整和风貌改善政策大多数基于分区引导原则。首

先，政府根据人口流失率或房屋空置率划定低、中、高度收

缩地区，以便集中有限的公共资源改善其中尚有发展潜力的

地区 ；其次，主张在失去活力的地区精减或限制基础设施和

公共设施投入，从而引导居民搬离低活力地区，最终使那里

的建设用地农业化、绿化或生态化。

柯克帕特里克（Kirkpatrick）用“城市分诊”（urban 

triage）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分区、分类、分级进行收缩治理的

政策逻辑 [48]。但是，他也通过分析底特律的政策实施指出，

城市个体生活和机构政治存在“黏性”，因此无论是用激烈

还是渐进的方法，完全擦除收缩地区的社会生活残余都是非

常困难的。最后，这些形态管控政策都聚焦于土地和空间对

象，虽然有助于市镇形象的提升，但都忽略了收缩城市中最

重要的人本问题。

3.3  吸引力提升 ：面向生活品质提升的人本思考

为什么人们会选择离开、留在或回到收缩城市？这也是

收缩治理研究中的关键问题。经济学家常用“蒂伯特模型”

（Tiebout Model）解释人口在城市之间的迁移，即居民在各

城市效用水平（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）与成本负担

（需支付的房产税和商业税）的均衡模型中进行市场选择，

决定迁入或迁离 [49]。从中东欧城市的人口收缩现象看，该模

型仍具有解释效力。但是，很多有关收缩城市人口迁居意愿

的研究发现，现实中的利益权衡比模型中的成本—收益计算

更加复杂且多元。

在全球化竞争中，城市需要通过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吸

引流动性极强的中高级人才。然而，在城市吸引力上，人口

收缩地区是极端负面的典型。它们常常风貌破败、经济萧条，

很多社区在低收入、高犯罪率、低受教育程度下陷入了世代

贫困的循环，吸引力极低或为负值。在法国，“居民吸引力”

（residential attractiveness）一直是收缩治理语境中最重要的

概念。其国家城市复兴机构的城市复兴政策明确主张“通过

提升低收入地区的吸引力，引入中高收入人群入住，实现良

性的多社会阶层混居，从而带动衰落地区的经济复兴”[50]。

同时，研究也清楚认识到国家城市复兴机构的政策势必带来

绅士化。在收缩城市中，为迎合以青年白领为代表的中产阶

级而营建的高品质生活（文化消费、生活方式、邻里特质

等），往往与原本的社会阶层（通常为中下阶层）格格不入。

“通过吸引高收入人群提升地区经济活力”的同时必然“引

发绅士化和排挤原有弱势人群”，这是收缩治理中难以避免

的悖论。

同时，迁入的中产阶级内部存在需求差异。帕纳戈普洛

斯等（Panagopoulos et al.）通过调查葡萄牙城市居民的政策

偏好发现 ：（1）年轻人更加关注经济活力 ；（2）老年人更加

在意安全和设施的可达性 ；（3）低收入人群更加在乎住房条

件；（4）内陆小城市居民更关心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[51]。并且，

人们留守在收缩城市的原因也不同：（1）受经济能力的限制，

无处可去；（2）喜欢城市的历史遗产或自然景观，不愿离去；

（3）有难以割舍的社会关系和地方依恋 [29,52]。也正是因此，

日本收缩治理中的适老城市和儿童友好政策，以及地方识别

性打造，才会成为提升城市吸引力的有力举措。

4  总结与建议

城市增长与收缩是城镇化的一体两面。生命周期模型揭

示了城市收缩的阶段性和循环性，启发式模型描述了单个城

市收缩现象的发生逻辑和治理路径，而政治经济模型解释了

人口经济的宏观—微观变化和全球性—地方性关联。一方面，

这些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将城市收缩现象常态化看待，宽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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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城市短期增速放缓或衰退而产生的过度惶恐或讳莫如深。

另一方面，政治经济视角、区域—城市视角和历史演进视角

也给我们理解、总结和归纳收缩治理政策提供了三种截然不

同的理论维度。

基于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和中东欧部分国家的经验

总结，本研究可以给中国的收缩治理提出三条建议 ：（1）收

缩治理仍需依赖于公共部门进行福利性和救济性投入，自上

而下的政府行动结合多方合作的治理方法仍是最有效力的策

略；（2）在建成环境上，城镇需要在收缩时期进行形态管控，

引导城市形态进行有序变化 ；（3）从人本思想出发，恢复收

缩城市的生活品质，只有提升宜居性以吸引人口回流，才能

维系城市可持续发展。这些政策领域都是挽回收缩城市经

济活力、愿景预期、市镇形象、社区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关键 

议题。

注：文中表格均为作者整理绘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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